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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户籍改革成本究竟有多大？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的户籍改革思路，明

确与户籍直接挂钩、最直接关联的基本权利和福利项目，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层面考察了户

籍改革成本的地区差异，整体估算了户籍改革成本及其随城市化推进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

户籍价值及改革成本的地区差异是地方推动户籍改革的巨大阻力，未来 20 年、城市化水平

达到 70%的情况下，户籍改革总成本累计不会超过 30 万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

民生直接相关支出的 16%左右。以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为导向的户籍改革和城市化

推进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大责

任，全国整体推进、打破行政区域分割，兼顾地区差异但不能简单地以城市规模或东中西区

域为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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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much cost is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cording to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farewell which are items of most direct correlating to basic farewells and 

powers, this article not only examines urban difference of the reform cos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o all-level cities in China but also estimates dynamic changes of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ith proceeding urbanization in the whol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rban 

difference of the reform cost and valu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the tremendous resistance of 

leaded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adding up total cos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 no more than 30 trillion yuans until to 2030, which equates to around 

16 % on the expenditure of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adding up national revenue. Therefore, this 

reform pattern has practicability in the finance. The key of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a 

well system of cost allocation. Thus, the centr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take much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hould proceed wholly in China and break 

seg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mong all-level cities. 

Key wards: equalization of basic social farewell,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st, 

urbanization 

 

一、引言 

 

伴随着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突破 50%，而具有本地城市户籍的

城市化水平尚不到 35%，其差距就是由长期居住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所“贡

献”。这种“不完全城市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提高

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内涵就是要解决这一现实差距。户籍制度改革是深入推进城市化乃至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地方为主导不时尝试推动户籍改革并偶

                                                             
①
本文是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课题“农民工落户城镇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设计”（CIRS2012-7）

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3 

现亮点，但始终缺乏全国层面的整体设计和统筹安排，以至于“地方化”控制和取向明显，

落户准入条件基本成为地方政府的权限[1][2]，而户籍篱笆至今屹立不倒，改革步伐远滞后于

公众预期[3]。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福利分

配和资源配置密切关联的制度[4][5]。户籍制度长期发挥着两项扭曲的经济社会职能：一是保

护城市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排斥违反市场经济的要素配置规律，既降低

经济增长绩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6][7]；二是保护城市居民享有更多公共服务与福利，几

乎完全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外。不论是放宽落户条件还是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分类，只要流

动人口没有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所谓的改革更多是一纸空文[8]。 

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剥离掉依附于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让流动人口在就业、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居民基本相同的权利和待遇，这在学术界和政策

部门基本已有了共识[6][9]，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应该进入系统设计、全面改革、统筹城乡、

覆盖全民的阶段[10]。但是，究竟如何剥离？直接强制要求公共服务和福利与现行户籍脱钩，

似乎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排他性的社会福利将会继续存在，只不过会转而形成新的障碍。

剥离显然不是简单的取消，而是让更多的人、更容易享受原本排他性的福利，尤其是与人生

存发展最直接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因此，剥离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不是做“减法”，

而是做“加法”，这就需要更多投入，对于改革者来说就是成本，成本有多大决定了改革的

难度，也决定了改革的进程。 

户籍改革的成本究竟有多大？仅有极少数研究进行了粗略估算。张国胜（2009）从生活

成本角度测算，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 9.8 万元和 5.7 万元[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根据四个城市调研测算，平均每人需要投入 8 万元，其

中，即期平均成本为 4.6 万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动态估算得到，平均每人成本

约 10 万元，未来 20 年、平均每年需要 2 万亿元、累计成本高达 40 万亿元[12]。如此巨额成

本让改革者望而却步，短期内户籍改革近似无解。科学地评估户籍改革成本必须要考虑几个

关键问题：（1）成本的范围，与户籍直接关联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应该是成本核算主体，城市

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等投入内化到城市化发展中，不应该纳入户籍改革成本中；（2）成本的

地区差异，不同城市的户籍含金量和流动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分布不均，以平均值或几个城

市的情况来测算户籍改革成本偏差较大；（3）城市化的动态推进，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直接服

务于城市化发展战略，基于预期的城市化推进步骤进行估算才更有参考价值。而已有研究缺

乏上述考虑，以至于没有政策应用价值甚至导致更大的改革阻力。 

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的户籍改革思路，将户籍价值和改革成本的估算范围明

确界定为与户籍直接挂钩、最直接关联的基本权利和福利项目，从全国地级市层面观察户籍

改革成本的地区差异，整体评估全国户籍改革成本及其随城市化推进的动态变化，为户籍改

革总体思路和方向提供参考，推动更高质量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实施。 

 

二、户籍改革成本的测算思路与方法 

 

户籍改革成本的测算基于户籍改革推动更高质量的城市化过程（见图一）。现行制度下

“户籍人口”城市化与“常住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并将长期存在。户籍改革就是

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均等化来加快“户籍人口”城市化速度，逐步缩小“常住人口”城

市化与改革目标“户籍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差距，降低城镇“常住人口”中没有享受本地居

民同等权利和待遇的比例。当“常住人口”城市化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的差距基本消失（即

“人户合一”），户籍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更高质量的完全城市化基本实现。显然，改革目

标“户籍人口”城市化速度必须快于“常住人口”城市化才能逐渐缩小差距，同时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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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更快地与现行制度下“户籍人口”城市化拉开差距，而这一差距正是户籍改革所需要负

担的成本。 

测算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衡量户籍价值。根据与户籍直接挂钩、与人生产发展直接关

联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评估全国不同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即一个城市户籍最基本的财政

投入成本究竟是多少？第二步确定户籍改革覆盖人群规模。根据实际的流动人口数量（常住

人口减去户籍人口）和未来城市化推进速度，估算不同城市户籍改革对象的规模，即一个城

市有多少人需要落户或新增投入。第三步是测算户籍改革的成本，根据不同城市的户籍价值

和改革覆盖人群规模，估算出每个城市的户籍改革成本，汇总得到全国户籍改革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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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户籍改革成本与城市化推进的基本思路 

 

以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改革，与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战略方向和内涵

是相一致的。衡量户籍价值的核心指标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

保障；不包括基础设施、公共管理、文化娱乐等更广义的准公共物品项目。一个城市的户籍

价值以当年这几项核心项目的财政投入除以户籍人口来衡量。城市包括全国 333 个地级行政

区划单位（283 个地级市、50 个地区、州和盟）和 4 个直辖市，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各项

财政投入等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实际数据年份为 2010 年。 

未来城市化推进中将分步骤解决“存量”和“增量”两部分户籍改革覆盖群体。目前“户

籍人口”城市化水平（34%）与“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51%）相差 17 个百分点，我们

将其视为“存量”户籍改革对象。预计未来“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将按照平均每年 1 个百

分点提高，到 2030 年将达到约 70%，即在目前基础上新增约 20 个百分点，我们将其视为

“增量”户籍改革对象。 

改革方案考虑：（1）假设 17%的“存量”部分：从 2013 年开始用大约 8 年时间逐步解

决，即到 2020 年全部解决这部分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平均每年解决约 2 个百分点。（2）

20%的“增量”部分：从 2016 年（十三五）开始用大约 15 年时间逐步解决，即到 2030 年

全部解决未来新增的流动人口户籍问题，平均每年解决约 1.3 个百分点。 

2013-2020年“存量”部分的解决速度要快于 2016-2030年的“增量部分”，而且，2016-2020

年之间将出现“存量”与“增量”重叠，平均每年要解决 3.3 个百分点，这正体现了“十三

五”期间作为改革的关键时期，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根据这一城市化推进方案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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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30 年）每个城市及全国的户籍改革成本进行估算，并考虑静态和动态两种情景：

静态情景假定户籍价值（即各项公共服务和福利）保持当前水平不变，动态情景假定户籍价

值按照年均 10%的水平递增。 

 

三、户籍改革成本的估算结果 

 

（一）户籍价值评估 

不同城市户籍价值的衡量是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的基础。根据测算结果显示，2010 年全

国所有地级城市的户籍价值平均为 2211 元。其背后的含义是全国各级财政当年需要为一个

城市户口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的财政投入是 2211 元。但是，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的关

键要看不同城市的户籍价值差异和户籍改革覆盖群体（流动人口）规模。 

户籍价值的地区不平衡突出，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具体来看，户籍价值呈现出几个方

面的特征。首先，户籍价值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以递增的速度提高。城市规模在 300 万人

以下的中小城市，户籍价值差异并不太大，部分城市甚至由于人口基数很少而户籍价值较高

（如石油城市克拉玛依市）。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 500 万人以上，户籍价值会随着城市规模

扩大出现急速的提高（见图二），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户籍含金量更大，直接导致落户条

件苛刻，户籍门槛更高。如吴开亚等（2010）和 Wang（2012）通过构建一套户籍门槛指数

（Hukou Threshold Index, HTI）也充分证实了这点，户籍门槛与城市规模呈现明显的正向关

系[13][14]。由此，越高的户籍价值背后自然带来更大的户籍改革压力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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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户籍价值与城市人口规模关系 

 

第二，人口、经济高度集聚的大城市户籍价值明显更高。根据估算结果，户籍价值排在

前十位的城市分布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峡西岸地区，这些城市经济发达、户籍价值

更高，同时也是外来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地区（见表 1）。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800 万以上、人

均 GDP 前十位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属于一线大城市，杭州、宁波、

青岛、苏州、南京都是副省级以上城市，这类城市的平均户籍价值接近 4500 元，户籍价值

相当于人均 GDP 约 6%（见表 3）。在户籍价值高、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乘数效应下，这些

城市需要为户籍改革新增的投入更大，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负担和阻力显然更大，在户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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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尤其是落户的推进次序上可以考虑平稳推进，分摊地方政府的改革成本减少短期冲击。 

第三，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户籍价值差异很大。在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中，有 19 个城市的

户籍价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高的北京市户籍价值为 7697 元，是省会城市中最低

的石家庄市（1426 元）的 5 倍多（见表 2），是所有城市中最低的湖北天门市（791 元）近

10 倍（见表 1）。同样，分省平均户籍价值来看，31 个省份中有 20 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其中包括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户籍改革与城市化推进必须要慎重地

考虑到户籍价值的地区和城市差异特征。 

第四，地区内部的户籍价值差异也非常明显。户籍价值排在后十位的城市并非全部集中

在一贯认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包括广东省（如揭阳市）、山东省（菏泽市）在内的东部地

区同样存在户籍价值很低的城市（见表 1），尽管户籍价值排在前十位的城市中有 5 个来自

广东省，但广东全省平均值（2104 元）实际上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地区内部的

户籍价值差异同样较大。户籍改革不宜简单地按照沿海与内地、东中西区域等路径简单分类

推进，改革必须要打破行政区划分割。 

第五，中小城市的相对户籍价值并非都很低。尽管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较少、户籍的绝

对含金量较低，自然地认为其户籍改革的成本较低、负担较轻、阻力更小。但是，相对于地

方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部分中小城市的户籍价值相对于人均 GDP 比重并不低于人口、经济

集聚的大城市（见图三），这意味着中小城市的户籍改革负担并非更轻，不能忽视中小城市

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压力。因此，依靠地方政府主导推动户籍改革的难度很大，改革必须

要全国整体推进和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表 1  全国户籍价值排在前十位与后十位的城市 

后十位的城市 户籍价值（元） 前十位的城市 户籍价值（元） 

天门市（湖北） 791.3 北京市 7697.4 

揭阳市（广东） 815.1 上海市 7026.0 

阜阳市（安徽） 898.7 东莞市（广东） 5513.0 

贵港市（广西） 995.4 深圳市（广东） 5093.1 

周口市（河南） 1001.4 天津市 4954.4 

亳州市（安徽） 1022.9 厦门市（福建） 4668.2 

菏泽市（山东） 1023.9 珠海市（广东） 4551.4 

南阳市（河南） 1059.3 中山市（广东） 3847.5 

资阳市（四川） 1079.8 广州市（广东） 3802.0 

钦州市（广西） 1087.0 苏州市（江苏） 3774.3 

数据来源：作者估算得到。 

表 2  全国省会城市的户籍价值评估 

城市 
户籍价值 

（元） 

相对于 

全国平均 
城市 

户籍价值 

（元） 

相对于 

全国平均 

石家庄市 1426.4 － 海口市 2011.1 － 

重庆市 1512.2 － 济南市 2151.4 － 

合肥市 1676.9 － 郑州市 2111.3 － 

哈尔滨市 1659.4 － 呼和浩特市 2314.4 + 

南宁市 1672.8 － 乌鲁木齐市 2420.8 + 

福州市 1785.0 － 西宁市 2429.0 + 

成都市 1804.7 － 拉萨市 258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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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 1779.1 － 南京市 2729.8 + 

昆明市 1893.2 － 武汉市 2689.1 + 

西安市 2001.1 － 沈阳市 2986.9 + 

南昌市 1928.0 － 杭州市 3542.2 + 

贵阳市 1972.7 － 广州市 3802.0 + 

长沙市 1954.7 － 天津市 4954.4 + 

兰州市 1942.5 － 上海市 7026.0 + 

长春市 2018.2 － 北京市 7697.4 + 

太原市 2035.2 － 全国平均 2211.4 / 

备注：“－”表示低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来源：作者估算得到。 

 

表 3  人均 GDP 排在前十位城市的户籍价值评估 

城市 人均 GDP（元）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户籍价值 

（元） 相对于人均 GDP 比重 

深圳市 9237.9 1037.2 5093.1 5.5% 

苏州市 8815.5 1046.9 3774.3 4.3% 

上海市 7454.7 2302.7 7026.0 9.4% 

广州市 8456.6 1271.0 3802.0 4.5% 

北京市 7196.4 1961.2 7697.4 10.7% 

天津市 7099.6 1299.3 4954.4 7.0% 

杭州市 6834.2 870.5 3542.2 5.2% 

宁波市 6783.6 810.6 3190.4 4.7% 

青岛市 6498.7 871.9 2211.4 3.4% 

南京市 6406.9 800.8 2729.8 4.3% 

备注：人均 GDP 为常住人口人均 GDP，考虑常住人口 800 万人以上的城市。数据来源：作者估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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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户籍价值相对于人均 GDP 比重与城市人口规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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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籍改革成本估算 

全国总体的户籍改革成本及其伴随着城市化推进的动态变化，对于户籍改革与城市化推

进更具有指导意义。在静态情景下，户籍改革总成本累计为 7.3 万亿元，约相当于全国财政

累计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支出的 10.7%（见表 4）。其中，17 个百分点的“存量”部分累计

需要投入 5.1 万亿元②，20 个百分点的“增量”部分累计需要投入 2.2 万亿元，分别占到户

籍改革总成本的 70%和 30%。从时间趋势来看，户籍改革成本将逐年增加，尤其在“十三

五”期间增速更快（见图四），从 2013 年的 444 亿元迅速增加到 2020 年的 4455 亿元，2020

年之后增长基本平稳，2030 年需要财政投入 6322 亿元，也仅相当于目前全国财政用于与民

生直接相关支出的 16.6%，财政负担能力上完全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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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户籍改革成本及相当于民生支出的比例：2013-2030 年 

 

在动态情景下，户籍改革总成本累计接近 30 万元，约为静态方案的 4 倍，但在考虑到

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样动态增长情况下，户籍改革总成本也仅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民生

密切相关支出的 15.6%，比静态情景下高出 5 个百分点（见表 5）。其中，“存量”部分累计

需要投入约 20 万亿元，“增量”部分累计需要投入约 10 万亿元，分别各占总成本的 2/3 和

1/3。从时间趋势来看，在公共服务与福利水平逐年增长推动下，户籍改革成本呈现逐年快

速增长，2013 年为 591 亿元，2020 年突破 1 万亿元，到 2030 年增长到约 4.3 万亿元，约相

当于当年全国财政用于与民生直接相关支出的 20.2%，仅比静态情景下高出不到 4个百分点。 

尽管相对于静态情景，户籍改革所需要的财政投入总量更多，所占财政支出比例相对更

高，但财政负担水平仍然是可承受的。实际上，如果考虑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净流出地区（城

市）所带来的支出减少效应，全国层面总体评估的户籍改革成本应该更少些。因此，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推进策略在财政上是可行的思路。 

表 4  静态情景下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结果：2013-2030 年（亿元） 

年份 “存量”17% “增量”20% 户籍改革总成本 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民生

                                                             
②

 “存量”部分之所以占比例更大，是由于更早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需要更早地（2013 年开始）、以更快

的速度（2020 年之前用 8 年时间）解决，并将在未来每年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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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比例（%） 

2013 444  444 1.2 

2014 881  881 2.3 

2015 1321  1321 3.5 

2016 1761 187 1948 5.1 

2017 2201 373 2575 6.8 

2018 2642 560 3202 8.4 

2019 3082 747 3828 10.0 

2020 3522 933 4455 11.7 

2021 3522 1120 4642 12.2 

2022 3522 1307 4829 12.7 

2023 3522 1493 5015 13.2 

2024 3522 1680 5202 13.7 

2025 3522 1867 5389 14.1 

2026 3522 2053 5575 14.6 

2027 3522 2240 5762 15.1 

2028 3522 2427 5949 15.6 

2029 3522 2613 6135 16.1 

2030 3522 2800 6322 16.6 

累计 51073 22400 73473 10.7 

备注：2012 年全国财政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预算为 38108 亿元。数据来源：作者估算得到。 

 

表 5  动态情景下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结果：2013-2030 年（亿元） 

年份 “存量”17% “增量”20% 户籍改革总成本 
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民生

支出比例（%） 

2013 591  591 1.4 

2014 1300  1300 2.8 

2015 2145  2145 4.2 

2016 3146 331 3477 6.2 

2017 4326 728 5054 8.2 

2018 5711 1202 6912 10.2 

2019 7329 1763 9091 12.2 

2020 9213 2424 11637 14.2 

2021 10134 3200 13335 14.8 

2022 11148 4107 15255 15.4 

2023 12262 5163 17426 16.0 

2024 13489 6390 19879 16.6 

2025 14838 7810 22648 17.2 

2026 16321 9450 25772 17.8 

2027 17953 11341 29294 18.4 

2028 19749 13514 33263 19.0 

2029 21724 16009 37733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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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23896 18868 42764 20.2 

累计 195275 102302 297577 15.6 

注：2012 年全国财政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预算为 38108 亿元，假定全国财政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

支出按照年均 10%的速度递增。数据来源：作者估算得到。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户籍改革成本估算结果表明：户籍价值的地区不平衡突出、城市之间差异很大，这决定

了地方推动户籍改革存在巨大的阻力，改革必须要全国整体推进、由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以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为思路的户籍改革方案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关键在于全国总

体的改革设计和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 

户籍改革成本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依靠地方为主推动改革的路径不可行。户籍含金量与人

口、经济集聚高度关联，户籍价值高的城市经济发达、流动人口多，导致户籍改革成本的地

区差异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户籍改革成本居前十位的城市累计总成本占到了全

国总体近四分之三。显然，户籍含金量越高、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方户籍改革成本越高，

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也就越大。而同时，户籍价值低、流动人口少的城市也并非改革负担更低，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改革阻力也可能较大。除了户籍制度本身，地方在

推动改革中还受到现行制度的约束，财政分权制度、地方竞争模式甚至官员晋升机制等对于

地方介入经济、促进增长具有较强激励，而户籍改革的本质不是增长而是分配，是增长成果

的再分配。现行制度下“增长”与“分配”的矛盾突出，依靠地方为主推动户籍改革必然举

步维艰。因此，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整体推进是户籍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央政府承担更大

责任则是基本方向。 

从全国财政投入上，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改革具有可行性。户籍改

革必然要付出成本，但“钱”并非根本制约。未来 20 年更高质量城市化所要求的户籍改革

成本总体上不会造成太大的财政负担，关键是成本分摊机制，即“钱”由谁出、各出多少。

在现有财政分权制度没有根本性调整下，户籍改革成本需要由中央财政负担更大比例，这需

要从执行操作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基本分摊机制可以考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可考虑完

全由中央政府全部负责，如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

随着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中央财政也应该承担更高比例，在一些准公共服务和投资性福利项

目方面如住房保障、社区服务等，地方政府在可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平稳推进。 

从改革推进策略上，应该遵循“全国同步推进、兼顾地区差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

均等化的改革思路和方案必须在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所有城市有效落实，同步推进有利于保障

改革成本在地区和城市间的合理分摊。地区差异化政策必须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域分割，以

城市的实际改革负担能力为基本依据，而不能简单地以大中小城市规模或东中西区域划分，

流动人口较少的地区和城市同样也可能存在改革负担，东部地区同样也存在经济和财政能力

有限的城市。在政策推进方面，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住证制度，发挥人口流动信息

服务的基本职能，为准确地将公共服务与福利覆盖流动人口提供依据，当居住证基本可以替

代户口，意味着户籍改革和完全的城市化目标基本实现。 

户籍改革需要与其他关键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者可视为“拉

力”，后者可视为“推力”，共同推动更高质量的新型城市化。改革有成本、有阻力，同时也

有红利，而且是中国最大红利。但红利到底有多大？往往在红利即将消失之时才会被准确的

评估，这导致我们通常对改革阻力估计过高、对红利估计过低。完全城市化是中国发展最大

潜力，改革是最大红利，户籍改革则是关键突破口。大胆改革有助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站

在更高视角全面评估成本，目前似乎难以承受之重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完全可以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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